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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有所增加ꎬ 而中国则坚

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ꎮ 本文以近代中国通商开埠为准自然实验ꎬ 重新检验开放与贸易的

关系ꎮ 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条约以开放特定通商口岸ꎬ 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贸易

政策的不确定性ꎬ 促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ꎮ 利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５０ 个通商口岸与 ３２ 个国

家 (地区) 之间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研究发现ꎬ 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主动自开

口岸ꎬ 但与约定自开口岸规模相当ꎮ 在条约口岸 (含约定自开口岸) 内部ꎬ 势力范围的

作用不显著ꎬ 口岸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联系ꎬ 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

至关重要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 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府外商直接投资ꎬ 进而增加进出口贸

易ꎮ 在 １９２９ 年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ꎬ 口岸进口贸易额显著下降ꎬ 但首次条约国利用其

“先占者” 优势扩大对华出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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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从长期来看ꎬ 贸易全球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ꎬ ２００５ꎻ Ｐａｓｃａｌｉꎬ ２０１７)ꎮ 然而ꎬ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抬头ꎬ 英国公投

脱欧、 中美贸易摩擦、 欧洲 “去风险” 等因素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ꎬ 其影响在全

球蔓延ꎬ 阻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ꎮ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美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进口商

品加征关税ꎬ 另一方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ꎬ 两者衍生的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相对于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来说ꎬ 经济制裁和

技术封锁的非关税贸易政策对贸易及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更为严重ꎮ 正如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Ｌｉｍãｏ (２０２２ꎬ ｐ􀆰 ３６４) 所言ꎬ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经济不确定性

及其研究的主要来源”ꎮ 然而ꎬ 定义和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ꎬ 贸易

政策涉及面非常广泛ꎬ 涵盖价格、 数量、 质量等多个维度ꎬ 关税政策由于易于衡量及可

清晰地解释而被广泛使用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Ｌｉｍãｏ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３６５ 页)ꎮ 因此ꎬ 现有研究主要

聚焦于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ꎬ 而对非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研究不足ꎮ
在美国政府对华实施经济制裁及技术封锁的当下ꎬ 非关税贸易政策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

贸易壁垒ꎬ 研究非关税贸易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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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向通商开埠的转变ꎬ 为研究非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供了准

自然实验ꎮ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ꎬ 清政府实行 “一口通商” 制度ꎬ 广州十三行垄断了全

国国际贸易ꎬ 清政府常常采取限制政策对待西方国家自由贸易的需求ꎮ 在禁烟政策的影

响下ꎬ 其他正常商品的国际贸易也受到了负面冲击ꎮ １８４２ 年中英签订 «南京条约»ꎬ 英

国商人获得在五个通商口岸从事贸易的权利ꎻ 随着一系列条约的签订ꎬ 越来越多西方国

家享有在通商口岸从事国际贸易的权利ꎮ 不平等条约固然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渗透的工

具ꎬ 但其在客观上确立了条约国与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联系ꎬ 消除了各国对华贸易的政

策不确定性ꎮ 条约联系降低了条约国在华进行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ꎬ 促进了条约国对华

直接投资ꎬ 进而增加了其进出口贸易规模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自 １８４３ 年 «海关税则» 至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国定进口税则»ꎬ 中国关税皆为协定关税ꎬ 税率与税则修改

时间在国际条约中有明文规定ꎬ 进口税率长期执行 “值百抽五” 的原则 (杨敬敏ꎬ
２０１７ꎬ 第 １０４ 页)ꎮ 因此ꎬ 在协定关税制度下ꎬ 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基本上不存在关税税率

的不确定性ꎮ １９２９ 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关税自主政策ꎬ 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逐步

提高ꎬ 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面临的关税税率不确定性增加ꎮ 因此ꎬ 本文可以考察关税自主

政策冲击下条约联系对进出口贸易的作用ꎮ
本文利用蔡谦和郑友揆 (１９３６) 编纂的 «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ꎬ

构造了一个 ５０ 个通商口岸与 ３２ 个国家 (地区)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进出口贸易的三维面板数

据ꎬ 利用条约口岸和自开口岸、 条约口岸不同条约联系的差别研究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

对外贸易的影响ꎬ 并以 １９２９ 年关税自主改革为政策冲击考察条约联系的对外贸易效应ꎮ
首先ꎬ 本文比较不同类型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ꎮ 相比于清政府主动开放的自开口岸ꎬ
条约口岸和约定自开口岸是根据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来开放的ꎬ 两者差异主要

体现为是否存在条约联系ꎮ 实证研究表明ꎬ 条约口岸、 约定自开口岸比主动自开口岸的

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约 ２ 倍和 ５ 倍ꎬ 条约口岸和约定自开口岸的对外贸易额没有显著差异ꎬ
各批次开放的条约口岸或约定自开口岸的贸易额均比主动自开口岸的贸易额大ꎬ 说明条

约开埠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其次ꎬ 本文比较势力范围和不同条约联系对条约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中日甲午

战争后ꎬ 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ꎬ 以巩固其在华既得利益ꎻ 美国为维护其在华利

益提出了 “门户开放” 政策ꎬ 要求各国在势力范围内的一切口岸享有均等利益ꎮ 实证研

究发现ꎬ 在条约口岸 (含约定自开口岸) 内部ꎬ 势力范围对口岸进出口贸易无显著影

响ꎬ 条约联系则具有显著积极作用ꎮ 相对于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国的进出口贸易ꎬ 条约口

岸与条约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增加了 ６７􀆰 ６％和 ８５􀆰 ７％ꎬ 说明条约联系的作用比势力范围更

加重要ꎮ 机制检验发现ꎬ 条约联系会增加条约国在条约口岸的外商直接投资ꎬ 从而促进

条约国在条约口岸的进出口贸易ꎮ 具体而言ꎬ 条约口岸来自其条约国的外资工业企业、
外资银行累计数 (截至 １９１６ 年) 比来自非条约国的外资工业企业、 外资银行累计数显著

多 ２８􀆰 ８％、 ２２􀆰 ３％ꎻ 条约国在其条约口岸的外资工业企业或外资银行累计数增加 １０％ꎬ
条约口岸与条约国进口额分别增加 ６􀆰 ２１％和 ６􀆰 ８０％ꎬ 条约口岸与条约国的出口额分别增

加 １５􀆰 ５８％和 １７􀆰 １２％ꎮ
最后ꎬ 本文探讨在 １９２９ 年关税自主政策冲击下条约联系的作用ꎮ 近代中国在协定关

税制度下ꎬ 进口关税长期维持在 “值百抽五” 的水平ꎮ １９２９ 年国民政府颁行第一部 «国
定进口税则»ꎬ 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关税自主改革ꎬ 进口商品关税从 ５％提高至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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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５％不等ꎬ 但从日本进口商品的关税则仍维持原来水平ꎬ 直到 １９３２ 年才逐步提高ꎮ 关

税自主会提高进口关税ꎬ 降低各口岸进口贸易规模ꎬ 但首次条约国可以利用其先占优势

对冲关税自主改革的不利影响ꎬ 非首次条约国则不具备这种优势ꎮ 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

现ꎬ 在关税自主改革冲击下ꎬ 通商口岸从各国进口商品总额显著下降ꎬ 通商口岸对各

国出口额则不受影响ꎮ 其中ꎬ 通商口岸从其首次条约国的进口显著增加ꎬ 通商口岸从非

首次条约国或非条约国的进口额显著下降ꎬ 凸显了首次条约联系在贸易往来中的经济

韧性ꎮ
本文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ꎮ 第一ꎬ 当今逆全球化趋势抬头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受到广泛关注ꎮ 现有研究主要从新成员加入欧盟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Ｌｉｍãｏꎬ ２０１５)、 中国加

入 ＷＴＯ (Ｈａｎｄｌｅｙ 和 Ｌｉｍãｏꎬ ２０１７ꎻ 周定根等ꎬ ２０１９ꎻ 毛其淋ꎬ ２０２０ꎻ Ａｍｉｔｉ 等ꎬ ２０２０ａ)、
英国脱欧 ( Ｃｒｏｗｌｅｙ 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Ｄｏｕｃｈ 等ꎬ ２０１９ꎻ Ｇｒａｚｉａｎｏ 等ꎬ ２０２１)、 中美贸易摩擦

(Ｂｅｎｇｕｒｉａ 和 Ｓａｆｆｉｅꎬ ２０１９ꎻ Ａｍｉｔｉ 等ꎬ ２０２０ｂ) 等政策冲击来识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

济后果ꎬ 且主要聚焦于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ꎬ 缺乏关于非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的研究ꎮ 本文从近代中国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经验ꎬ 来识别条约联系的贸易效应及其

作用机制ꎮ 条约联系为西方国家在华从事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ꎬ 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

定性ꎬ 与当前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具有类似的功能ꎮ 在双边贸易协定或者多边贸

易协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的情况下ꎬ 本文可以为理解非关税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的影响提供新的经验证据ꎬ 并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启示ꎮ
第二ꎬ 近代中国通商开埠的经济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ꎬ 研究主题既包括近代中

国国内贸易 (Ｋｅｌｌ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７)、 人口增长 (Ｊｉａꎬ ２０１４)、 工业化进程 (梁若冰ꎬ ２０１５)、
人力资本积累 (林矗ꎬ ２０１７)、 知识传播 (张妍等ꎬ ２０２１)、 市场整合 (李嘉楠等ꎬ
２０１９)ꎬ 又涉及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 (Ｋｅｌｌｅｒ 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Ｈｅａｄ 等ꎬ ２０１５)、 外商直接投资

(Ｌｏｎｇ 等ꎬ ２０１９)、 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 (张川川等ꎬ ２０２１)、 城市创业活动 (杨嬛

等ꎬ ２０２３)ꎮ 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比较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之间的差别来识别通商开埠的

经济影响ꎬ 本文则聚焦于通商口岸内部ꎬ 引入条约口岸和自开口岸的差别、 条约口岸与

条约国和非条约国贸易往来的差别来识别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效应ꎬ 考察了条约联系如

何影响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ꎬ 丰富了通商口岸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ꎮ 第三ꎬ
现有文献探讨了条约联系或势力范围的长期影响ꎬ 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ꎮ Ｌ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９) 基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合资企业选址的研究支持条约联系 (设立殖民地) 的作

用ꎬ 认为势力范围对外资企业选址的影响不显著ꎮ 张川川等 (２０２１) 利用 ２１ 世纪初中国

２８０ 多个地级市国际贸易数据的讨论支持势力范围的长期影响ꎬ 但其发现的势力范围的

影响不排除是条约联系的作用ꎮ 郑友揆 (１９８４ꎬ 第 １２ 页) 在分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时则

认为ꎬ “列强在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ꎬ 深受各特定区域内 ‘势力范围’ 的

影响”ꎮ 实际上ꎬ 在中国通商开埠之初ꎬ 西方列强即提出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ꎬ １８９９ 年

美国又提出 “门户开放” 原则ꎬ 但这种 “利益均沾” 政策的作用如何一直缺乏研究ꎮ 本

文利用条约制度时期中国 ５０ 个口岸和 ３２ 个国家 (地区) 的贸易数据ꎬ 发现条约联系对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 势力范围的影响不显著ꎬ 更不用说是非条约国

的作用了ꎮ 因此ꎬ 从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来看ꎬ “利益均沾” 原则并没有发挥作用ꎬ 势力

范围的影响远没有现有文献所言的大ꎬ 而条约联系的影响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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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 历史背景

１７５７ 年ꎬ 出于国家安全和平衡地区发展考虑ꎬ 清政府下令仅保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

(即 “广州制度” )ꎮ 此后八十年间中国一直遵从该制度ꎬ 外国商人的活动范围不仅受到

严格的限定ꎬ 而且还需要服从特许 “公行” 的管理ꎬ 行商对外商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

任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１—１３ 页)ꎮ 一口通商的 “广州制度” 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的表

现ꎬ 极大地限制了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ꎮ① １８４２ 年ꎬ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ꎬ 被

迫签订中英 «南京条约»ꎬ 向英国商人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

岸ꎬ 西方列强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ꎮ 在随后的百余年间ꎬ 中国被迫与外国列强签订了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ꎬ 开辟了八十多个通商口岸ꎮ② 其中ꎬ 西方列强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立

了租界或租借地ꎮ 根据费成康 (１９９１ꎬ 第 ４２７—４３０ 页)ꎬ 各通商口岸共设立了 ２５ 处专管

租界ꎬ 其中 ７ 处已在 １９２７ 年之前收回ꎬ 其余租界直到 １９４３ 年条约制度终止才废弃ꎮ 西

方国家将租界或租借地作为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基地ꎬ 因为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有助于保

护宗主国在华利益ꎬ 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驻ꎬ 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类似的产权保护

制度 (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３)ꎮ
中国的对外开放ꎬ 在 ２０ 世纪之前以条约口岸为主ꎬ 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则以政府主动

开辟口岸为主ꎮ 首先ꎬ 五口通商后ꎬ 条约口岸对外贸易快速发展ꎬ 不仅给清政府带来了

巨额的关税收入③ꎬ 也极大地刺激了进出口贸易ꎬ 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ꎮ 其次ꎬ 中国

在甲午战争中失败ꎬ 日本明治维新开放全境的国策给中国政治精英带来的巨大冲击ꎬ 战

争及战后赔款在财政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沉重负担ꎬ 促使清政府 “自开商埠” 广开财源

以渡过危机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５１—５４ 页)ꎮ 最后ꎬ 以英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

逼迫清政府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ꎬ 为了避免在新开通商口岸丧失自主权ꎬ 清政府意识到

与其被迫开放不如自主开放口岸以掌握主动权ꎮ 因此ꎬ 清政府于 １８９８ 年奏准开放最早的

一批自开口岸ꎬ 包括岳州、 三都澳与秦皇岛三处ꎮ 在 “清末新政” 期间又陆续开放了南

宁等十余处自开商埠ꎮ 截至清末有 ３６ 处自开口岸分布于全国各地ꎬ 至 １９２４ 年自开口岸

已增加至 ５２ 处ꎬ 其数量与条约口岸相差无几ꎬ 特别是在民国初年ꎬ 除了补开几个约定开

０２２

①

②

③

彭波和施诚 (２０２１ꎬ 第 ２８９—３０２ 页) 认为ꎬ 所谓的 “一口通商” 是有误导性的ꎬ 清政府实际上开
辟有浙、 闽、 江、 粤四个海关ꎬ 即 “四口通商”ꎮ 其中ꎬ 江、 浙、 闽三关主要面向东洋各国ꎬ 粤海
关则面向西洋、 南洋各国ꎮ 乾隆二十二年的上谕命令主要是限制英国、 法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江、 浙、 闽三海关贸易ꎮ 实际上ꎬ 由于当时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生丝和茶叶ꎬ 其主要产地为江南
和福建ꎮ 只允许西洋商人在粤海关从事对外贸易ꎬ 生丝和茶叶等重要商品不得不从产地长途运输到
广州ꎬ 不如在江浙闽海关方便ꎬ 大大提高了成本ꎮ 这无疑会妨碍中国和西洋各国的贸易ꎬ 也是英国
政府在 «南京条约» 中要求 “五口通商” 的原因ꎮ
条约口岸的开放大致可分为四个批次: 第一批为 １８４２ 年 «南京条约» 的 “五口通商”ꎬ 包括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海等 ５ 处条约口岸ꎻ 第二批为 １８５８—１８６４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 «天津条
约» «北京条约» 增设的潮州 (汕头)、 天津、 牛庄 (营口)、 镇江、 汉口、 九江等 １１ 处条约口岸ꎻ
第三批为甲午中日战争前开埠的口岸ꎬ 包括琼州、 宜昌、 芜湖、 温州、 龙州、 蒙自、 重庆等 １５ 处
条约口岸ꎻ 第四批为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开埠的口岸ꎬ 包括苏州、 杭州、 沙市、 河口、 思茅、 腾越等
１１ 个条约口岸 (严中平ꎬ １９５５ꎬ 第 ４１—４８ 页)ꎮ
根据杨端六、 侯厚培等 (１９３１ꎬ 第 １２３ 页)ꎬ １８６３ 年全国关税总收入为 ８ ５０９ ５２７ 海关两ꎬ １８９５ 年激
增到 ２１ ３８５ ３８９ 海关两ꎬ １９１１ 年达到 ３６ １７９ ８２５ 海关两ꎮ



放口岸ꎬ 其余口岸均由中国政府主动开放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ꎮ
在清政府开辟的口岸中ꎬ 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约定自开口岸ꎬ 包括长沙和东北三省 １６

个通商口岸ꎮ 约定自开口岸ꎬ 即根据中外条约的有关规定ꎬ 由中国政府按照自开商埠的

模式开辟的通商口岸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３２ 页)ꎮ 杨天宏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０９—１１７ 页) 认

为ꎬ 若从条约口岸与自开口岸的实质性区别来看ꎬ 在东北三省的约定自开商埠ꎬ 包括警

政和商务管理在内的一切行政权都掌握在中国政府委任的官员手里 (长沙的情况也类

似)ꎬ 因此应将上述 １７ 个口岸定义为 “自开口岸”ꎮ 然而ꎬ 从形式上来看ꎬ 虽然这些自

开口岸名义上是由中国政府主动开放的ꎬ 但却是依据不平等条约的约定开放的ꎬ 又具备

“条约口岸” 的属性ꎮ
为了实现口岸的 “通商” 功能ꎬ 最初开设的自开口岸借鉴条约口岸的 “宁波模式”ꎮ

以三都澳为例ꎬ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奏称: “该埠筹办事宜ꎬ 应由该督查去宁波等处

章程ꎬ 参酌办理ꎮ”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４６ 页) 就通商场地的建设而言ꎬ 自开商埠做了

设官、 定界、 租地、 建造和招商等五方面工作ꎬ 包括设立专门机构和专管官员、 划定通

商场地、 建设相关基础设施 (道路、 码头等)、 兴建社会事业及工程 (邮政、 电报、 自

来水等) 和招商引资等 (杨天宏ꎬ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４６—１６１ 页)ꎮ 因此ꎬ 就对外贸易所需的基

础设施而言ꎬ 自开口岸与条约口岸差异不大ꎻ 但从便利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ꎬ 条约口岸

与自开口岸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受条约制度约束ꎮ
(二) 理论假说

晚清时期ꎬ 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ꎬ 以法律形式

确立了其在华特权ꎬ 形成了包括通商口岸制度、 租界制度、 领事裁判权制度、 协定关税

制度、 势力范围等多维度的 “条约制度” (李育民ꎬ １９９２)ꎮ 相比于清政府主动开放的自

开口岸ꎬ 条约口岸、 约定自开口岸是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开埠条约的产物ꎬ 清政府

无权关闭口岸或单方面更改条约特权ꎬ 因此对于外国和本国出口商而言ꎬ 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均大幅降低ꎮ 在条约口岸与约定自开口岸内部ꎬ 相比于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而

获得的贸易权利ꎬ 条约国在其条约口岸的贸易权利可以获得直接的条约保护ꎬ 其面临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低ꎮ 尤其是ꎬ 在条约开埠的基础上ꎬ 西方列强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立

了租界或租借地ꎬ 引入西方产权保护制度ꎬ 大大减轻了外国企业在华面临的贸易政策

风险ꎮ
从微观层面分析ꎬ 不确定性和成本的不可逆性对企业的进入决策至关重要 (Ｄｉｘｉｔꎬ

１９８９ꎻ Ｆｏｌｔａ 等ꎬ ２００６)ꎬ 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更可能采取 “观望” 策略 ( Ｓｔｏｋｅｙꎬ
２０１６)ꎮ 在投资不可逆性较大的行业中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更大 (Ｃｕｉ
和 Ｌｉꎬ ２０２３)ꎮ 企业进入外国市场需要支付巨额的沉没成本ꎬ 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

助于缓解外资企业面临新市场机会时的延迟投资ꎬ 从而促使其加速进入国际贸易市场ꎮ
中国加入 ＷＴＯ 的经验表明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以增加预期的出口销售额ꎬ 从而促

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或扩大子公司ꎬ 从而增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Ｂａｏ 等ꎬ ２０２２)ꎮ
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类似的效果ꎬ 条约联系可以降低西方国家在华所面临的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ꎬ 新市场机会的出现会增加外资企业的预期收益ꎬ 从而刺激西方国家及

其商人设立更多的外资企业ꎮ
因此ꎬ 近代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集中于条约口岸ꎮ 根据张玉法 (１９８７) 关于外资工

业企业设立和宋佩玉 (２０２２) 关于外资银行设立的统计ꎬ 截至 １９１６ 年ꎬ 主动自开口岸府

１２２



无一家外资企业进入ꎻ 约定自开口岸府吸引了 ３１ 家外资企业ꎬ 平均每个府 ５􀆰 ２ 家ꎻ 条

约口岸府吸引了 ４９５ 家外资企业ꎬ 平均每个府 １３􀆰 ７ 家ꎮ 这些外资企业包括外资工业企

业和外资银行两大类ꎮ 外资工业企业按市场导向大抵可分为三类ꎬ 包括为供应在华外

国人而开办的自给工业、 专为供应出口而兴办的外销工业和专为供应中国市场而办的

内销工业 (张玉法ꎬ １９８７ꎬ 第 １４６—１５９ 页)ꎮ 其中ꎬ 产品内销的外资工业企业 ２３６ 家ꎬ
产品外销的外资工业企业 ５２ 家ꎬ 产品自用的外资工业企业 １０４ 家ꎮ 各类外资工业企业

为口岸进出口贸易创造了需求和供给ꎮ 从生产端看ꎬ 外资工业企业大都使用机器与原

动力 (以蒸汽机为主)ꎬ 这些机器设备当时基本无法国产ꎬ 大都依赖进口ꎮ 外国商品

输入中国只需要缴纳不到 ５％的关税及 ２􀆰 ５％的一次性子口税ꎬ 即可随意输往中国各

地ꎻ 但是本土产品和原料跨区运输则需要缴纳层层厘金ꎬ 一个省内交纳的厘金可能不

超过 １０％ꎬ 但当商品穿越几个省后ꎬ 厘金总额通常可以达到 １５％—２０％ꎬ 因此外资工

业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ꎬ 尤其是棉花等轻工业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 (郑友揆ꎬ １９８４ꎬ
第 １３—１４ 页)ꎮ 同时ꎬ 外销型外资工业企业占比超过 １３％ꎬ 其产品成为口岸对外贸易

的重要来源ꎮ
通商开埠导致大量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涌入各口岸ꎬ 外资银行几乎同步进入中国市

场ꎬ 首先进入与其母国建立条约联系的通商口岸ꎬ 然后渗透至各大通商口岸ꎮ 例如ꎬ
１８４５ 年 ４ 月ꎬ 英印合资的西印度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ꎬ 并在广州设立代理处 (同年 ６ 月

更名为东方银行)ꎬ １８４７ 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并于 １９４９ 年改为分行ꎬ 其分行延伸至福

州、 汉口、 厦门、 天津及澳门等地ꎬ 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 (宋佩玉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２１、 ３５ 页)ꎮ 早期在华外资银行以英资银行为最多ꎬ 集中于上海、 香港、 汉口、 福州、
广州等口岸ꎻ １８９５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ꎬ 日资银行进入数量迅速增加ꎬ 外资银行在东北三

省主要口岸兴起ꎮ① 在华外资银行以外资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ꎬ 且主要与本国在华外资

企业往来ꎬ 与华资企业往来非常少ꎮ② 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包括存款、 发钞、 放款、 外汇

等ꎬ 对外贸企业放款是其主要业务之一ꎬ 通过抵押放款、 进出口押汇等方式为商贸企业

提供融资便利及降低贸易成本 (宋佩玉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１６５ 页)ꎮ 例如ꎬ 在汇丰银行行达天津

之前ꎬ 各大洋行为了向内地做生意ꎬ 经常不得不购买大量黄金、 白银以清偿贸易之价款ꎮ
这种买卖费时费力且很不安全ꎬ 束缚了洋行在北方的贸易ꎮ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设立之后ꎬ
可以为天津洋行从事对外贸易提供直接的金融周转便利ꎬ 从而大大促进了天津与欧美国

家的对外贸易 (兰日旭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８５—８６ 页)ꎮ
综上所述ꎬ 条约联系降低了条约国在华从事贸易所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ꎬ 促进了条

约国在条约口岸的投资ꎬ 进而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模ꎮ

２２２

①

②

１８４５—１８９０ 年在华外资银行 １６ 家ꎬ 共设置了 ７９ 个分支机构ꎬ 其中英资银行多达 １２ 家ꎬ 设置了 ６８
处分支机构ꎬ 上海、 香港、 汉口、 福州、 广州五个口岸外资银行数量占比分别为 ２０􀆰 ２５％、
１６􀆰 ４６％、 １２􀆰 ６６％、 １０􀆰 １３％和 ７􀆰 ５９％ (宋佩玉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３５—３７ 页)ꎮ １８９０—１９２５ 年ꎬ 在华新设外
资银行 ９２ 家ꎬ 其中日资或中日合资银行达到 ５０ 家ꎬ 上海外资银行数量占比降至 １１􀆰 ４３％ꎬ 大连和
哈尔滨外资银行数量合计占比达到 １２􀆰 ５７％ (宋佩玉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７３—８０ 页)ꎮ
以上海的外资银行为例ꎬ １９３６ 年以前上海外资银行与外资企业往来者 １ ２０８ 户ꎬ 与华资企业往来的
仅 １５５ 户ꎮ 与此同时ꎬ 各外资银行多与本国企业往来ꎮ １９３６ 年前后ꎬ 上海美资银行往来户中美商企
业占 ６１􀆰 ０２％ꎬ 英资银行往来户中英商企业占比 ５６􀆰 ４８％ꎬ 法资银行往来户中法商企业占比 ５７􀆰 ３５％
(宋佩玉ꎬ ２０２２ꎬ 第 ２３５—２３６ 页)ꎮ



三、 数据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主要有三个数据来源ꎮ 第一是蔡谦和郑友揆 (１９３６) 编纂的 «中国各

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ꎮ 该数据根据历年的海关报告册整理而成ꎬ 原始数据涵

盖了 １９１９ 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５１ 个通商口岸与 ５２ 个国家 /地区的进出口贸易ꎮ 本文对数

据进行如下处理: 第一ꎬ 由于 １９１９ 年和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相距较远ꎬ 贸易数据可比性存疑ꎬ
故删除 １９１９ 年数据ꎮ 第二ꎬ “广九铁路” 在原始数据中被视为通商口岸ꎬ 但其性质与通

商口岸差异较大ꎬ 剔除该口岸ꎮ 第三ꎬ 原数据中通商口岸部分贸易对象标识为北美洲、
南美洲、 西印度群岛、 东非洲与南非洲等ꎬ 无法识别具体贸易国ꎬ 因此剔除了口岸与这

些地区的贸易观测值ꎬ 其贸易份额非常小ꎮ 其中ꎬ 口岸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和出口贸易份

额分别为 ０􀆰 １８％和 ３􀆰 ２５％ꎮ 第四ꎬ 剔除了仅在少数年份出现的国家和地区ꎬ 这部分被剔

除的观测贸易份额同样较小ꎬ 仅占口岸进口总额的 ０􀆰 ０６％和出口总额的 ０􀆰 ７１％ꎮ 最终ꎬ
本文构造了一个 ５０ 个通商口岸与 ３２ 个国家 (地区) 之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进出口贸易面板

数据ꎮ
与 Ｋｅｌｌｅｒ 等 (２０１７) 关注的国内转口贸易不同ꎬ 本文主要关注 “条约制度” 时

期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ꎮ 在原始资料中ꎬ 香港以一个独立的贸易地区存在ꎮ 实际上ꎬ
香港是当时我国重要的转口贸易港ꎬ 其转运的货物不仅来自英国、 美国和日本等国ꎬ
还来自中国内地的通商口岸 (蔡谦和郑友揆ꎬ １９３６ꎬ 第 ２ 页) ꎮ 鸦片战争之后ꎬ 由

于贸易商船在香港进出无须缴纳税款ꎬ 直到 １９３２ 年后才有香港统计处编制的详细的

货物贸易国别资料 (孔威ꎬ ２０１７ꎬ 第 １６９ 页) ꎬ 因此本文无法对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间香

港进出口贸易额进行更细致的分解ꎮ 鉴于香港在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中的重要性①ꎬ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来处理香港的贸易数据: 第一ꎬ 剔除各通商口岸与香港的进出口

贸易额ꎬ 得到数据集 １ꎮ 各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类似于 Ｋｅｌｌｅｒ 等 ( ２０１７) 中

的国内转口贸易ꎬ 此时香港与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ꎬ 这

样做的缺点是会低估对外贸易规模并高估国内转口贸易规模ꎮ 第二ꎬ 本文保留了原

始史料对香港的处理方法ꎬ 将香港视为一个地区 (自由港) 与各通商口岸进行对外

贸易ꎬ 得到数据集 ２ꎮ 这样处理相当于把一部分国内转口贸易视为对外贸易ꎬ 会高

估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ꎮ
第二个来源是杨天宏 (２００２ꎬ 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和严中平 (１９５５ꎬ 第 ４１—４９ 页) 关

于各类通商口岸的史料ꎮ 本文收集了口岸类型信息并据此对样本中 ５０ 个通商口岸进行了

分类ꎮ 其中ꎬ 有 ３９ 个属于条约口岸ꎻ 有 ５ 个属于主动自开口岸ꎬ 包括岳州、 三都澳、 秦

皇岛、 南宁、 龙口ꎻ 有 ６ 个属于约定自开口岸ꎬ 包括长沙、 珲春、 哈尔滨、 三姓、 瑷珲、
满洲里ꎮ 截至 １９３１ 年ꎬ 中国已开埠的通商口岸有约 １０５ 个 (严中平ꎬ １９５５ꎬ 第 ４１—４９
页)ꎮ 不过ꎬ 本文考察的 ５０ 个通商口岸仍具有代表性ꎮ 一方面ꎬ 样本中的 ５０ 个通商口岸

３２２

① 根据孔威 (２０１７ꎬ 第 １７１—１７２ 页) 的统计ꎬ １９３１ 年中国内地经香港进口 ２􀆰 ２ 亿海关两ꎬ 其中
３ ００１ 万海关两来自内地ꎻ 内地经香港出口 １􀆰 ５ 亿海关两ꎬ 其中 ３ ２８９ 万海关两去往内地ꎮ 在
样本中ꎬ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转口贸易规模较大ꎬ 约占口岸进口总额的 １７􀆰 ６％、 出口总额的
１９􀆰 ８％ꎮ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进出口额约占全国同期进出口额的 ９５􀆰 ３％和 ９６􀆰 ８％ꎮ① 另一方面ꎬ 本文样

本涵盖了各个时期开埠的通商口岸ꎬ 既有在清末开埠的条约口岸与自开口岸ꎬ 也有在民

初才开埠的条约口岸与自开口岸ꎮ 其中ꎬ 最早的一批是依据 «南京条约» 而被迫开埠的

五个口岸ꎬ 最晚开埠的口岸是 １９２５ 年开埠的四川万县ꎮ 最后ꎬ 样本中的通商口岸分布范

围广ꎬ 涵盖东南沿海、 沿长江地区及东北和西南边境地区ꎮ
根据严中平 (１９５５ꎬ 第 ４１—４９ 页)ꎬ 本文收集了各通商口岸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

约ꎬ 以及条约的签订时间ꎬ 并根据 ３０ 个不平等条约定义了一系列条约联系变量ꎮ 我们还

根据条约签订时间顺序列出了各列强与 ４５ 个通商口岸建立的条约联系ꎬ 包括 ３９ 个条约

口岸与 ６ 个约定自开口岸ꎬ 并根据条约签订的时间ꎬ 区分首次条约联系与非首次条约联

系ꎮ② 本文根据通商口岸是否设立租界及其宗主国别 (费成康ꎬ １９９１ꎬ 第 ４２７—４３０ 页)ꎬ
将条约联系分为租界条约联系与非租界条约联系③ꎬ 并参考 Ｌ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９ꎬ 第 １４ 页)
定义了势力范围变量ꎮ④

第三个来源涉及近代中国外资企业的进入信息ꎮ 其中ꎬ 张玉法 (１９８７) 详细报告了

１８４０—１９１６ 年外资工业企业在华设立的时间和地点ꎬ 但缺乏外资工业企业经营及存续的

情况ꎻ 宋佩玉 (２０２２) 统计了 １８４５—１９４９ 年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及存续的情况ꎮ 外资工业

企业进入的情况截至 １９１６ 年ꎬ 外资银行设立的情况截至 １９４９ 年ꎬ 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

致ꎬ 本文计算了截至 １９１６ 年各国在本文通商口岸设立外资企业的累计数ꎬ 包括 ３９２ 家外

资工业企业和 １４３ 家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ꎮ
(二) 特征事实

从地理分布来看ꎬ 大部分通商口岸分布于东南沿海及沿长江地区ꎬ 部分通商口岸位于

西南及东北地区ꎮ 通商口岸类型、 外资企业累计数和对外贸易规模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ꎮ
第一ꎬ 条约口岸贸易规模最大ꎬ 约定自开口岸的贸易规模次之ꎬ 主动自开口岸的贸易规模

最小ꎮ 其中ꎬ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间ꎬ 条约口岸平均贸易额为 ２５ ８００ 万海关两ꎬ 约定自开口岸

平均贸易额为 ５ ９００ 万海关两ꎬ 主动自开口岸平均贸易额 １ ７００ 万海关两ꎮ 第二ꎬ 大部分外

资企业集中于条约口岸ꎬ 约定自开口岸吸引了部分外资企业ꎬ 主动自开口岸无外资企业ꎮ
第三ꎬ 外资企业数量越多的通商口岸ꎬ 其对外贸易的规模越大ꎬ 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ꎮ⑤

本文进一步将各条约口岸的贸易国区分为条约国和非条约国ꎬ 并计算条约口岸与条

约国、 条约口岸与非条约国进口或出口贸易额的平均值ꎬ 再取两个平均值的差ꎮ 如果两

个均值之差大于 ０ꎬ 说明条约口岸与条约国的贸易往来更多ꎬ 条约联系可以促进口岸对

外贸易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在 ３９ 个条约口岸中ꎬ 共有 ２３ 个条约口岸与条约国、 非条约国的

贸易额平均值之差大于 ０ꎬ 其中大连、 上海、 安东、 胶州和天津五大口岸与条约国、 非

条约国进口额均值之差达到 １７ ３６０ 万海关两、 １５ １１０ 万海关两、 ６ ９４９ 万海关两、 ５ ８７８ 万

４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郑友揆 (１９８４ꎬ 第 ３３７ 页)ꎬ 全国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分别为 ４ ７２９ ９８２ 千关两和
６ ２１７ ９２５ 千关两ꎮ 海关两或关两是海关在 １９３０ 年前用作征税和统计的一种计算单位ꎬ 并非现实的
货币ꎬ 规定 １ 关两等于 ５８３􀆰 ３ 英厘纯银 (郑友揆ꎬ １９８４ꎬ 第 ＸＩＩ 页)ꎮ
因篇幅所限ꎬ 本文省略了相关结果的汇报ꎬ 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科学» 官网论文页面 “附录
与扩展” 栏目下载 (表 Ａ１)ꎮ
本文没有考虑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ꎬ 并将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分别视为英国专管租界与美国专管租界ꎮ
具体的定义方式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中表 Ａ２ 和表 Ａ３ꎮ
各通商口岸截至 １９１６ 年外资企业累计数及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对外贸易规模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
录与扩展” 中表 Ａ４ꎮ



海关两和 ３ ６２０ 万海关两ꎬ 出口额均值之差达到 ２５ １９４ 万海关两、 ７ ４７８ 万海关两、 ３ ５０９
万海关两、 １ ６６８ 万海关两和 ５ ０８８ 万海关两ꎮ ５ 个条约口岸报告的进出口贸易额均为 ０ꎬ
因此其差额也为 ０ꎮ １７ 个条约口岸与条约国、 非条约国的贸易额平均值之差小于 ０ꎬ 其差

额均很小ꎮ 可见ꎬ 条约口岸与条约国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ꎬ 条约联系在条约口岸对外贸

易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图 １　 各条约口岸与条约国、 非条约国贸易额平均值之差

　 　

　 　 注: 作者根据蔡谦和郑友揆 (１９３６) 相关数据计算ꎮ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以下三个识别策略来检验条约联系在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中的作用ꎮ 首先ꎬ
比较不同类型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规模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三类通商口岸在条约联系、 地理

位置、 基础设施、 开埠时间和主权治理五个维度存在异同ꎬ 而是否存在条约联系是各类

通商口岸的重要区别ꎬ 通过比较三类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可以识别条约联系的作用:
在控制地理位置、 开埠时间等因素后ꎬ 条约口岸或约定自开口岸和主动自开口岸之间对

外贸易规模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条约联系的作用ꎻ 如果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往来

至关重要ꎬ 即使约定自开口岸开埠时间较晚ꎬ 基础设施也不如条约口岸完善ꎬ 条约口岸

和约定自开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应该没有显著差别ꎮ

表 １　 不同类型口岸的特征比较

口岸特征 /口岸类别 条约口岸 约定自开口岸 主动自开口岸

条约联系 有 有 无

地理位置 沿海 /沿江 /沿边 沿海 /沿江 /沿边 沿海 /沿江 /沿边

基础设施 完善 较完善 较完善

开埠时间 开埠时间跨度大 开埠较晚 开埠较晚

主权治理 在租界无治理权 有 有

５２２



因此ꎬ 本文利用模型 (１) 检验不同类型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异ꎮ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ｒｔｓｉ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ｊ ＋ λ ｊｔ ＋ γｋ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ꎬ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表示 ｉ 通商口岸与 ｊ 国 ｔ 年进口或出口贸易额ꎮ 由于通商口岸与部分国家

某年的贸易额为 ０ꎬ 实际因变量为贸易额加 １ 再取自然对数ꎮ 核心解释变量 ｐｏｒｔｓｉ 为口岸类

型ꎬ 分为条约口岸、 约定自开口岸、 主动自开口岸三类ꎮ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ｊ 为 ｉ 通商口岸所在 ｋ 府

到 ｊ 贸易国的距离ꎮ λｊｔ 为贸易国与年份的交互项ꎬ 以控制贸易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ꎮ 同一

个府内可能有多个通商口岸①ꎬ 因此模型控制了通商口岸所在 ｋ 府与年份的交互项 γｋｔꎬ 即

控制府级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ꎮ 因此ꎬ 模型 (１) 实际上是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ꎮ
其次ꎬ 本文将样本限定在条约口岸和约定自开口岸内部ꎬ 根据模型 (２) 区分条约联

系和势力范围的影响ꎮ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ｓｐｈｅｒｅｉｊ ＋ β２ 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ｊ ＋ β３ｓｐｈｅｒｅｉｊ × 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ｊ

＋ β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ｊ ＋ λ ｊｔ ＋ ηｉ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ꎬ ｓｐｈｅｒｅｉｊ 为势力范围虚拟变量ꎮ 若 ｉ 通商口岸所在省份属于 ｊ 贸易国的势力范

围ꎬ ｓｐｈｅｒｅｉｊ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ꎮ 若 ｉ 口岸与 ｊ 贸易国存在条约联系ꎬ 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ｊ 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ꎮ 为了控制门户开放和条约联系的相互影响ꎬ 模型 (２) 进一步引入两

者的交互项ꎮ 条约联系的强度既和建立条约联系的先后顺序有关ꎬ 又与口岸和贸易国制

度的相似性相联系ꎮ 西方列强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ꎬ 成为某个通商口岸的首个条约国ꎬ
其国民及企业可以先行进入该通商口岸进行对外贸易ꎮ 特别是对于口岸的进口贸易而言ꎬ
先进入者可以占领进口市场ꎬ 排斥后来者的竞争ꎬ 形成先占优势ꎮ 对于后来者而言ꎬ 在

口岸进口贸易已经被先来者占领的情况下ꎬ 发展口岸出口贸易不失为一个选择ꎮ 尤其是

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需求量巨大ꎬ 后来者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ꎮ 部分通商口岸设立了

租界ꎬ 并在租界建立了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 (Ｌｉｕ 和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３)ꎮ 这种法律制度与宗

主国的法律制度相近ꎬ 可以有效地促进条约口岸与宗主国贸易往来ꎮ 据此ꎬ 本文可以比

较首次条约国和非首次条约国、 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作用ꎮ
再次ꎬ 本文采取两个步骤检验条约联系促进口岸对外贸易的机制ꎮ

ＦＤＩｋｊ ＝ β０ ＋ β１ ｌｉｎｋａｇｅｋｊ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ｋｊ ＋ λ ｊ ＋ ηｋ ＋ εｋｊ (３)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ＦＤＩｋｊ ＋ β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ｊ ＋ λ ｊｔ ＋ ηｉｔ ＋ εｉｊｔ (４)

第一ꎬ 模型 (３) 检验口岸的条约联系是否能够促进条约国在口岸府的外商直接投

资ꎮ 其中ꎬ ＦＤＩｋｊ 为截至 １９１６ 年 ｊ 国家在 ｋ 口岸府设立的外资工业企业或外资银行累计

数ꎬ 包括 ４１ 个口岸府和 ３２ 个贸易国 (地区)ꎮ② ｌｉｎｋａｇｅｋｊ 为虚拟变量ꎬ 若 ｋ 府内的任一

口岸与 ｊ 国家存在条约联系则取值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类似地ꎬ 模型 (３) 还控制了口岸府到贸

易国的距离、 国家固定效应与口岸府固定效应ꎮ 第二ꎬ 模型 (４) 检验条约国在口岸府的外

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条约国与该口岸的贸易往来ꎮ 其中ꎬ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为 ｉ 通商口岸与 ｊ 国 (地
区) ｔ 年贸易额ꎬ ＦＤＩｋｊ 为截至 １９１６ 年 ｊ 国家在 ｋ 口岸府的累计的外资工业企业或外资银行数ꎮ

最后ꎬ 本文考察在关税自主政策冲击下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在

协定关税制度下ꎬ 中国的进口税率长期维持在 “值百抽五” 的水平ꎬ 直到 １９２９ 年南京国

６２２

①

②

样本中共有 ５ 个府拥有多个口岸ꎬ 包括延吉府 (２ 个口岸)、 广州府 (５ 个口岸)、 奉天府 (２ 个口
岸)、 凤凰厅 (２ 个口岸) 和登州府 (３ 个口岸)ꎮ
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性ꎬ 在机制分析部分仅使用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进行估计ꎮ



民政府颁布了第一部 «国定进口税则» 后ꎬ 不同商品的进口税率才有所增加ꎮ 日本一开

始拒绝接受中国关税自主ꎬ 直到 １９３０ 年签订 «中日关税协定» 后才同意中国关税自主ꎬ
但仍要求日本对华出口物品税率保持 １—３ 年不变ꎮ 因此ꎬ 与其他国家不同ꎬ 日本对华出

口商品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不受关税自主改革的影响ꎮ 本文构造模型 (５) 检验条约联系在

关税自主冲击下的贸易效应ꎮ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 β０ ＋ β１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β２ 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ｊ ＋ β３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ｊ

＋ β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ｋ) ｊ ＋ 􀰐Ｘ ｊｔ ＋ λ ｊ ＋ γｔ ＋ ηｉｔ ＋ εｉｊｔ

(５)

其中ꎬ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为关税自主冲击虚拟变量ꎬ 若 ｊ 贸易国在 ｔ 年受到关税自主冲击ꎬ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取
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ꎮ 具体来说ꎬ 日本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间不受关税自主政策冲击ꎬ 其他贸

易国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受到关税自主政策冲击ꎮ 此外ꎬ 为了考察条约联系在关税自主冲击下

的作用ꎬ 模型 (５) 引入了条约联系、 条约联系与关税自主虚拟变量的交互项ꎮ 由于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年世界各国纷纷陷入经济危机ꎬ 进出口贸易受到巨大影响ꎮ 因此ꎬ 模型 (５) 控制了各贸

易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 Ｘｊｔꎬ 包括人口规模、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ꎮ 类似地ꎬ
模型 (５) 还控制了贸易国固定效应 λｊ、 年份固定效应 γｔ、 条约口岸与年份的交互项 ηｉｔꎮ①

四、 实证结果

本部分利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５０ 个口岸与 ３２ 个贸易国 (地区) 的对外贸易数据ꎬ 检验

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ꎬ 比较三类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异ꎻ
其次ꎬ 识别势力范围和条约联系的作用ꎬ 并区分不同强度条约联系的影响ꎻ 再次ꎬ 从

ＦＤＩ 角度检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作用机制ꎻ 最后ꎬ 考察关税自主冲击下条

约联系的作用ꎮ
(一) 各类口岸的贸易规模

本文首先比较三类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ꎮ 表 ２ 第 (１)、 (３)、 (５)、 (７) 列以主

动自开口岸为参照组ꎬ 考察条约口岸和约定自开口岸的贸易效应ꎮ 结果发现ꎬ 条约口岸

或约定自开口岸的对外贸易规模均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ꎬ 其中进口额高约 ２ 倍ꎬ 出口

额高约 ５ 倍ꎮ 与主动自开口岸相比ꎬ 条约口岸在地理位置、 开埠时间、 基础设施方面均

具有一定优势ꎬ 两者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别还无法完全归因于条约联系的作用ꎮ 约定自开

口岸与主动自开口岸除了条约联系差别ꎬ 其他各个维度均相似ꎬ 两者进出口贸易规模的

差异主要是条约联系的作用所致ꎮ 虽然约定自开口岸开埠时间普遍比条约口岸开埠时间

晚ꎬ 但两者均与相关国家建立了条约联系ꎮ 表 ２ 第 (２)、 (４)、 (６)、 (８) 列以条约口岸

为参照组ꎬ 结果显示ꎬ 约定自开口岸对外贸易规模与条约口岸并无二致ꎬ 说明条约联系

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②

因此ꎬ 本文后面将约定自开口岸也视为条约口岸ꎮ 当然ꎬ 总体来看ꎬ 条约口岸开埠

时间确实比主动自开口岸开埠时间早ꎮ 陈海山 (２０２０) 认为ꎬ 城市的发展存在时间维度

７２２

①
②

模型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中表 Ａ５ 和表 Ａ６ꎮ
本文还尝试将口岸府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替换为府级固定效应和一系列府级初始变量与年份虚拟变
量交互项ꎬ 结果保持稳健ꎮ 其中ꎬ 府级初始变量包括地理区位 (经纬度、 是否沿运河、 是否沿海、
是否沿长江)、 基础设施 (截至 １９２６ 年是否开通铁路)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是否为省会、 是否为
茶叶产地、 是否为丝绸产地、 １８２０ 年人口、 农业税)ꎮ



的路径依赖ꎬ 城市的历史越悠久ꎬ 其在古代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会越高ꎬ 而

古代资本积累会通过影响某个现代经济变量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水平ꎮ Ｊｉａ (２０１４) 发现ꎬ
条约口岸开放之后ꎬ 该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均会显著增加ꎮ 相比于自开口岸ꎬ
更早开埠的条约口岸拥有更长的时间以积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ꎬ 使其在对外贸易上更

占优势ꎮ 那么ꎬ 条约口岸和主动自开口岸贸易规模的差异是否为开埠时间不同所致?
本文参考了 Ｊｉａ (２０１４) 和李嘉楠等 (２０１９)ꎬ 依据条约口岸的开埠时间将其分为四个

批次: 第一批为 «南京条约» 的 “五口通商”ꎻ 第二批包括依 «天津条约» 和 «北京条约»
于 １８５８—１８６４ 年开放的条约口岸ꎻ 第三批包括 １８７０ 年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开放的条约口岸ꎻ
第四批包括甲午战争之后开埠的条约口岸ꎮ 表 ３ 结果显示ꎬ 各批次开埠的条约口岸对外贸

易规模均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ꎮ 其中ꎬ 以主动自开口岸为参照组ꎬ 第一批条约口岸对外

贸易规模最高ꎬ 第二批条约口岸次之ꎬ 第三批和第四批条约口岸的贸易效应相近ꎮ 值得指

出的是ꎬ 第四批条约口岸开埠时间与主动自开口岸开埠时间基本一致ꎬ 但第四批条约口岸

的进出口贸易比主动自开口岸进出口贸易分别高 １􀆰 ７ 倍和 ４􀆰 ７ 倍 (以数据集 １ 为例)ꎮ 既然

第四批条约口岸与主动自开口岸开埠时间接近ꎬ 模型也控制了口岸所在府与年份的交互

项ꎬ 那么其贸易规模的差异则并非开埠时间不同所致ꎬ 而是条约联系作用的结果ꎮ

表 ２　 条约口岸与自开口岸进出口贸易比较

变　 量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数据集 ２: 香港作为单独地区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条约口岸
２􀆰 ０３７∗∗∗ ５􀆰 ０３４∗∗∗ １􀆰 ９００∗∗∗ ４􀆰 ７３８∗∗∗

(０􀆰 ５２０) (０􀆰 ６３４) (０􀆰 ５３１) (０􀆰 ６９５)

主动自开口岸
－２􀆰 ０３７∗∗∗ －５􀆰 ０３４∗∗∗ －１􀆰 ９００∗∗∗ －４􀆰 ７３８∗∗∗

(０􀆰 ５２０) (０􀆰 ６３４) (０􀆰 ５３１) (０􀆰 ６９５)

约定自开口岸
２􀆰 ０３４∗∗ －０􀆰 ００３ ４􀆰 ９８０∗∗∗ －０􀆰 ０５５ １􀆰 ９０４∗∗ ０􀆰 ００４ ４􀆰 ６９１∗∗∗ －０􀆰 ０４７
(０􀆰 ８９９) (０􀆰 ７３３) (０􀆰 ９２３) (０􀆰 ６７０) (０􀆰 ９３３) (０􀆰 ７６７) (０􀆰 ９８５) (０􀆰 ６９８)

贸易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口岸府×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７ ８００ ７ ８００ ７ ４００ ７ ４００ ８ ０５０ ８ ０５０ ７ ６５０ ７ ６５０
Ｒ２ ０􀆰 ５６５ ０􀆰 ５６５ ０􀆰 ５３４ ０􀆰 ５３４ ０􀆰 ５８０ ０􀆰 ５８０ ０􀆰 ５４４ ０􀆰 ５４４

　 　 注: 括号内为口岸—国家对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ꎻ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０􀆰 １、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ꎻ 口岸所在府到国家的距离系数与常数项系数均未列出ꎻ 后同ꎮ

表 ３　 条约口岸的开放批次

变　 量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数据集 ２: 香港作为单独地区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第一批条约口岸
４􀆰 ２０６∗∗∗ ６􀆰 ４６２∗∗∗ ４􀆰 ０１９∗∗∗ ６􀆰 １９８∗∗∗

(０􀆰 ７４８) (０􀆰 ８４７) (０􀆰 ７７７) (０􀆰 ９３５)

第二批条约口岸
２􀆰 ３６６∗∗∗ ５􀆰 ３７９∗∗∗ ２􀆰 ２７８∗∗∗ ５􀆰 １２６∗∗∗

(０􀆰 ６３８) (０􀆰 ７７３) (０􀆰 ６３６) (０􀆰 ８１３)

８２２



(续表)

变　 量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数据集 ２: 香港作为单独地区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第三批条约口岸
１􀆰 ２０６∗ ４􀆰 ５８１∗∗∗ １􀆰 ０８３ ４􀆰 ２７６∗∗∗

(０􀆰 ６６５) (０􀆰 ７６０) (０􀆰 ７０４) (０􀆰 ８３６)

第四批条约口岸
１􀆰 ７０８∗∗∗ ４􀆰 ６８９∗∗∗ １􀆰 ５２１∗∗∗ ４􀆰 ３４９∗∗∗

(０􀆰 ５５１) (０􀆰 ７０４) (０􀆰 ５５８) (０􀆰 ７５３)
贸易国×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口岸府×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７ ８００ ７ ４００ ８ ０５０ ７ ６５０
Ｒ２ ０􀆰 ５７０ ０􀆰 ５３７ ０􀆰 ５８５ ０􀆰 ５４７

(二) 势力范围与条约联系的作用

上述分析比较了不同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异ꎬ 本部分则聚焦在条约口岸 (包
含约定自开口岸) 内部ꎬ 进一步检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是ꎬ 条约联系和势力范围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何差别ꎮ 表 ４ 第

(１)、 (５)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ꎬ 势力范围的估计系数为正ꎬ 但统计显著性不高ꎬ 说明势

力范围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没有显著影响ꎮ 其可能原因是ꎬ 划分势力范围后ꎬ 美国随

即提出 “门户开放” 政策并得到各国响应ꎬ 势力范围的影响被门户开放政策抵消ꎮ Ｌ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９) 发现ꎬ 势力范围对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的选址没有显著影响ꎬ 本文的结论与

其类似ꎮ 张川川等 (２０２１) 利用 ２００４ 年海关数据发现ꎬ 相对于非势力范围国家ꎬ 受到某

国 (法国除外) 势力范围影响的通商口岸与该国进出口贸易往来更频繁ꎮ 这种差异可能

与研究的时期及通商口岸范围不同有关ꎮ 本文研究期间是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ꎬ 样本限定为具

有条约联系的通商口岸ꎻ 张川川等 (２０２１) 研究的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各通商口岸城市

的对外贸易ꎬ 其通商口岸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有条约联系的口岸ꎮ
如果说势力范围的作用可能被门户开放政策抵消ꎬ 由于势力范围的划分是以条约联

系为基础的ꎬ 那么条约联系的影响则更为根深蒂固ꎮ 表 ４ 第 (２)、 (６) 列将势力范围虚

拟变量替换为条约联系虚拟变量ꎬ 发现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ꎬ 说明条约联系可

以有效促进通商口岸与条约国的贸易往来ꎮ 以数据集 １ 为例ꎬ 以通商口岸与非条约国的

贸易额为基准ꎬ 通商口岸与条约国的进口贸易额显著增加 ６２􀆰 ６％ꎬ 出口贸易额显著增加

７７􀆰 ７％ꎮ 第 (３)、 (７) 列同时加入势力范围和条约联系两个变量ꎬ 势力范围的系数估计

值减小同时统计不显著ꎬ 条约联系的系数估计值依然为正且统计显著ꎬ 说明条约联系的

作用是相当稳健的ꎮ 第 (４)、 (８) 列进一步加入条约联系与势力范围的交互项ꎬ 交互项

的系数不显著ꎬ 说明条约联系对贸易规模的促进作用不会受到势力范围划分的影响ꎮ①
条约联系在通商口岸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ꎬ 其影响也会随着条约联系的强度

加大而增强ꎮ 本文通过建立条约联系的先后顺序和是否设立租界两个维度衡量条约联系

的强度ꎮ 首先ꎬ 条约联系可以分为首次条约联系和非首次条约联系ꎮ 首次条约国率先进

入通商口岸ꎬ 主要目的是要进入中国商品市场ꎬ 销售其本国产品ꎮ 由于通商口岸商品进

口市场被先进入者占领ꎬ 非首次条约国则将其贸易寄望于从通商口岸进口中国本土产品ꎮ

９２２

① 数据集 ２ 的估计结果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中表 Ａ７ꎮ



因此ꎬ 首次条约联系和非首次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ꎮ 表

５ 实证结果确认了这种不对称性ꎮ 以数据集 １ 为例ꎬ 以通商口岸与非条约联系国的贸易往

来为参照ꎬ 通商口岸与首次条约国的进口贸易规模提高了 ８６􀆰 ６％ꎬ 两者出口贸易规模无

显著差异ꎻ 以通商口岸与非条约联系国的贸易往来为参照ꎬ 通商口岸与非首次条约国的

出口贸易规模提高了 ９２􀆰 ７％ꎬ 两者的进口贸易规模无显著差异ꎮ
其次ꎬ 西方列强在部分通商口岸设立租界ꎬ 并在租界建立工部局ꎬ 引进西方产权保

护制度ꎬ 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ꎬ 从而增强了通商口岸与贸易国的条约联系ꎮ 本文将条

约联系分为租界条约联系与非租界条约联系ꎮ 表 ５ 结果显示ꎬ 以通商口岸与无条约联系

国家的贸易往来为参照ꎬ 通商口岸与建立租界条约联系的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增加

２􀆰 ５ 倍和 ３􀆰 ５ 倍ꎬ 非租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与条约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则只存在弱显著的

正效应ꎮ① 将租界条约联系进一步区分为未收回租界的条约联系和已收回租界的条约联

系ꎬ 两类租界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基本一致ꎬ 说明这种租界条约联系的作用即使在租界

已经收回的情况下仍然显著ꎮ② 由此可见ꎬ 对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租

界条约联系ꎬ 非租界条约联系的作用较弱ꎮ

表 ４　 条约联系、 势力范围与对外贸易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变　 量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势力范围
０􀆰 ７３８ ０􀆰 ６０１ ０􀆰 ７２９ ０􀆰 ２３３ ０􀆰 ０４０ ０􀆰 ５４１

(０􀆰 ５３９) (０􀆰 ５４９) (０􀆰 ８２７) (０􀆰 ５５８) (０􀆰 ５７３) (０􀆰 ８６０)

条约联系
０􀆰 ６２６∗∗ ０􀆰 ５５２∗ ０􀆰 ５９１∗ ０􀆰 ７７７∗∗ ０􀆰 ７７２∗∗ ０􀆰 ９２５∗∗

(０􀆰 ３１９) (０􀆰 ３２５) (０􀆰 ３３２) (０􀆰 ３４３) (０􀆰 ３５４) (０􀆰 ３６４)

条约联系×势力范围
－０􀆰 ２３５ －０􀆰 ９１８
(０􀆰 ９６１) (１􀆰 ００９)

国家×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口岸×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７ ０２０ ７ ０２０ ７ ０２０ ７ ０２０ ６ ６６０ ６ ６６０ ６ ６６０ ６ ６６０

Ｒ２ ０􀆰 ６１０ ０􀆰 ６１０ ０􀆰 ６１０ ０􀆰 ６１０ ０􀆰 ５９２ ０􀆰 ５９３ ０􀆰 ５９３ ０􀆰 ５９４

表 ５　 不同条约联系的作用

变　 量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数据集 ２: 香港作为单独地区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首次条约联系
０􀆰 ８６６∗ ０􀆰 ５５３ ０􀆰 ８３２∗ ０􀆰 ５４８
(０􀆰 ５０９) (０􀆰 ５１９) (０􀆰 ５０６) (０􀆰 ５１７)

非首次条约联系
０􀆰 ４６９ ０􀆰 ９２７∗∗ ０􀆰 ４６１ ０􀆰 ９４２∗∗

(０􀆰 ３５５) (０􀆰 ４０１) (０􀆰 ３５２) (０􀆰 ３９９)

租界条约联系
２􀆰 ４５７∗∗∗ ３􀆰 ５２３∗∗∗ ２􀆰 ４４４∗∗∗ ３􀆰 ５０６∗∗∗

(０􀆰 ５０２) (０􀆰 ７６８) (０􀆰 ４９８) (０􀆰 ７６６)

非租界条约联系
０􀆰 ４１５ ０􀆰 ４６４ ０􀆰 ３９３ ０􀆰 ４７２

(０􀆰 ３２７) (０􀆰 ３４０) (０􀆰 ３２４) (０􀆰 ３３９)

０３２

①
②

表 ５ 第 (４)、 (８) 列非租界条约联系系数的 ｐ 值分别为 ０􀆰 １７３、 ０􀆰 １６７ꎮ
两类租界条约联系的估计结果请见 «经济科学» 官网 “附录与扩展” 中表 Ａ８ꎮ



(续表)

变　 量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数据集 ２: 香港作为单独地区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国家×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口岸×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７ ０２０ ７ ０２０ ６ ６６０ ６ ６６０ ７ ２４５ ７ ２４５ ６ ８８５ ６ ８８５

Ｒ２ ０􀆰 ６１０ ０􀆰 ６１２ ０􀆰 ５９４ ０􀆰 ６００ ０􀆰 ６２２ ０􀆰 ６２４ ０􀆰 ６００ ０􀆰 ６０６

(三) 条约联系与 ＦＤＩ、 贸易

Ｂａｏ 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表明ꎬ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外国直接投资

增加更多ꎮ 如果说条约联系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ꎬ 那么条约联系将有助于条约国在

其条约口岸进行投资ꎮ 表 ６ 第 (１)、 (２)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ꎬ 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ꎬ 说明条约联系能够促进外资企业进入ꎮ 具体而言ꎬ 相比于非条约国在口岸的外商

直接投资ꎬ 条约国在其条约口岸的外资工业企业累计数显著增加 ２８􀆰 ８％ꎬ 外资银行累计

数显著增加 ２２􀆰 ３％ꎬ 本文的发现与 Ｂａｏ 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表 ６ 第 (３)—(６)
列进一步检验了外资企业进入对口岸进出口规模的影响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 条约联系国设

立于条约口岸的外资工业企业或外资银行显著促进了条约口岸与条约国的贸易往来ꎮ 其

中ꎬ 条约国在条约口岸的外资工业企业累计数或外资银行累计数增加 １０％ꎬ 条约口岸与

条约国的进口贸易额分别增加 ６􀆰 ２１％和 ６􀆰 ６％ꎬ 条约口岸与条约国的出口额分别增加

１５􀆰 ５８％和 １７􀆰 １２％ꎮ① 当然ꎬ 从理论上说ꎬ 贸易发展也可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ꎮ 本

文使用的外资工业企业和外资银行均为截至 １９１６ 年的累计数ꎬ 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是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的贸易额ꎬ 模型解释变量为前定变量ꎬ 可以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ꎮ
因此ꎬ 条约联系可以通过增加 ＦＤＩ 促进对外贸易ꎮ

表 ６　 机制分析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变　 量

外资工业企业
累计数对数

外资银行
累计数对数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条约联系
０􀆰 ２８８∗∗∗ ０􀆰 ２２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８)
外资工业

累计数对数
０􀆰 ６２１∗∗ １􀆰 ５５８∗∗∗

(０􀆰 ２８７) (０􀆰 ３０４)
外资银行

累计数对数
０􀆰 ６６０∗ １􀆰 ７１２∗∗∗

(０􀆰 ３４６) (０􀆰 ３７８)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１ ３１２ １ ３１２ ７ ８００ ７ ８００ ７ ４００ ７ ４００

Ｒ２ ０􀆰 ２４６ ０􀆰 ２９０ ０􀆰 ６０３ ０􀆰 ６０２ ０􀆰 ５９８ ０􀆰 ５９４
　 　 注: 第 (１)—(２) 列控制了口岸府固定效应和贸易国固定效应ꎬ 括号内为口岸府—国家对层面的聚
类稳健标准误ꎻ 第 (３)—(６) 列控制了口岸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贸易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ꎬ 括
号内为口岸—国家对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ꎻ 外资工业累计数与外资银行累计数均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ꎮ

１３２

① 由于外资工业与外资银行的分布高度相近ꎬ 模型同时加入外资工业企业与外资银行累计数时ꎬ 多重
共线性会使得两者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ꎬ 但两个估计系数联合显著ꎬ 结果备索ꎮ



(四) 关税自主政策冲击

在上述分析中ꎬ 条约联系并不随时间变化ꎬ 本部分探讨关税自主政策冲击下条约联

系对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ꎮ 本文样本期间与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年世界大萧条部分重合ꎬ 为此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贸易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ꎬ 包括贸易国人口数量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三个变量ꎬ 来控制大萧条的影响ꎮ 由于部分贸易国相关变量数据

缺失ꎬ 样本损失了约 ２ ０００ 个观测值ꎮ 此外ꎬ 由于中国香港地区 ＧＤＰ 数据缺失ꎬ 本部分

回归仅限于数据集 １ꎬ 具体结果如表 ７ 所示ꎮ
首先ꎬ 本文以 “口岸—日本” 作为参照组ꎬ 以 “口岸—其他贸易国” 作为处理组进

行双重差分模型估计ꎮ 第 (１) 列回归结果表明ꎬ 关税自主政策冲击使通商口岸进口贸易

规模显著下降了 ５７􀆰 ８％ꎮ 由于模型已经控制贸易国经济增长率等因素ꎬ 相当于排除了世

界大萧条的影响ꎬ 说明这个结果是中国上调进口商品关税、 提高商品进口成本所致ꎮ 图

２ (ａ) 的平行趋势检验和动态效应结果表明ꎬ 在关税自主政策冲击前ꎬ 处理组与参照组

的进口贸易额的差异不随时间变化ꎬ 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另外ꎬ 通商口岸从日本进

口商品关税在样本期内依然保持原来水平ꎬ 在 １９３２ 年之后才逐步提高ꎬ 参照组进口商品

关税不受关税自主政策冲击的影响ꎬ 模型满足个体处理稳定性假设ꎮ 关税自主政策调整

的是进口商品关税ꎬ 并不影响中国出口商品关税ꎬ 通商口岸出口贸易额应该不受关税自

主政策的冲击ꎮ 本文以口岸出口贸易额为因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ꎬ 第 (２) 列结果表明ꎬ
关税自主政策确实对口岸出口贸易没有显著影响ꎮ

从理论上说ꎬ 任何政策冲击都可能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或者溢出效应ꎮ 为此ꎬ 我们

考察了各通商口岸从日本和从其他国家进口额随时间的变化ꎮ 从图 ２ (ｂ) 可见ꎬ 在 １９２９
年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政策以来ꎬ 通商口岸从日本的进口额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ꎬ 在 １９３１
年略有下降ꎻ 通商口岸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额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ꎬ 在 １９３１ 年略有增加ꎬ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关税自主政策的溢出效应ꎬ 即中国当时并没有出现各口岸从日本增加

进口替代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情况ꎮ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ꎬ 近代中国口岸贸易具

有一定的区位分工ꎬ 即各国势力范围内的口岸主要从其条约国进口商品ꎬ 即使进口关税

出现国别差异ꎬ 在短期内调整也并非易事ꎮ 第二ꎬ 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商品本身存在结构

性差异ꎬ 即使进口关税出现国别差异ꎬ 进口商品来源国也替代有限ꎮ 例如ꎬ 从美国和德

国的进口ꎬ 以生产原料、 工业上必需品及生产之工具为主ꎻ 从日本进口的货物ꎬ 以衣、
食及日常用品为主ꎻ 从英国进口的货物ꎬ 大部分为棉纺织品与毛纺织品及金属制品、 机

器、 化学品等 (郑友揆ꎬ １９３６ꎬ 第 ３８—４０ 页)ꎮ
在表 ７ 第 (１) 列的基础上ꎬ 本文加入条约联系变量ꎬ 结果发现关税自主的影响相当

稳健ꎬ 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为正ꎬ ｔ 统计量大于 １ꎬ 说明条约联系对口岸进口贸易仍然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考虑到上面讨论的首次条约联系和非首次条约联系的差别ꎬ 第 (４)
列引入首次条约联系和非首次条约联系ꎮ 结果显示ꎬ 首次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且 ｔ 值大于 １ (ｐ 值为 ０􀆰 １０８)ꎬ 非首次条约联系的估计系数不显著ꎬ 说明在控制了关税自

主冲击后ꎬ 通商口岸从首次条约联系国的进口额仍然高于通商口岸从非条约联系国的进

口额ꎮ 第 (５) 列引入三重差分模型ꎬ 进一步分析两类条约联系在关税自主冲击下的贸易效

应ꎮ 结果显示ꎬ 关税自主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ꎬ 首次条约联系国或非首次条约联系国

的估计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ꎬ 关税自主和首次条约联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ꎬ 关税自主

和非首次条约联系的交互项为负但统计不显著ꎮ 因此ꎬ 受关税自主政策冲击ꎬ 通商口岸从

２３２



各贸易国的进口额总体呈现下降态势ꎬ 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ꎮ 如果某贸易国是口岸首次条

约联系国ꎬ 可以利用其先占优势扩大对该口岸的出口贸易ꎬ 在关税自主背景下由通商口岸

从该国进口额反而增加ꎻ 如果该贸易国为非条约联系国或非首次条约国ꎬ 则由通商口岸从

该国进口额会因为关税自主冲击而下降ꎮ 由此可见ꎬ 首次条约联系可以帮助贸易国有效对

冲关税自主冲击的不利影响ꎬ 通商口岸与首次条约国的进口贸易呈现很强的韧性ꎮ

表 ７　 关税自主、 条约联系与对外贸易 (数据集 １: 剔除香港)

变　 量
进口额对数 出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进口额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关税自主
－０􀆰 ５７８∗∗∗ －０􀆰 ０２５ －０􀆰 ５７８∗∗∗ －０􀆰 ５７８∗∗∗ －０􀆰 ５３３∗∗∗

(０􀆰 １６０) (０􀆰 ０９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０) (０􀆰 １８７)

条约联系
０􀆰 ６７８

(０􀆰 ６０２)

首次条约联系
１􀆰 ０７５∗ ０􀆰 ７４２
(０􀆰 ６４１) (０􀆰 ６１４)

关税自主×首次条约联系
０􀆰 ８３８∗∗

(０􀆰 ３４５)

非首次条约联系
０􀆰 ３９５ １􀆰 ０１３

(０􀆰 ９１７) (１􀆰 １９７)

关税自主×非首次条约联系
－１􀆰 ２１４
(１􀆰 １０４)

贸易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口岸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数 ４ ８６０ ４ ９５０ ４ ８６０ ４ ８６０ ４ ８６０

Ｒ２ ０􀆰 ６６９ ０􀆰 ６４９ ０􀆰 ６７０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２
　 　 注: 括号内为国家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ꎻ 受篇幅限制ꎬ 本表并未列出贸易国人口数量对数、 人
均 ＧＤＰ 对数、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的回归系数ꎻ 第 (４) 列首次条约联系系数 ｐ 值为 ０􀆰 １０８ꎮ

图 ２　 关税自主冲击与进出口贸易

　　

　 　 注: 作者根据蔡谦和郑友揆 (１９３６) 相关数据计算ꎮ

五、 结　 论

贸易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ꎬ 但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抬头ꎬ 英国脱欧、
中美贸易摩擦、 欧洲 “去风险化” 等因素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ꎬ 妨碍了全球贸易

的发展ꎮ 现有研究聚焦于关税税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ꎬ 关于非关税贸易政策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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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研究不足ꎮ 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到通商开埠的转变为考察非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ꎮ 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ꎬ 向条约国

开放特定通商口岸从事自由贸易ꎮ 从理论上分析ꎬ 条约制度客观上为西方列强从事对华

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ꎬ 从而大大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ꎬ 有助于增加条约国在条约

口岸的投资ꎬ 进而可以促进贸易往来ꎮ 本文利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５０ 个口岸与 ３２ 个国家

(地区) 的进出口贸易数据ꎬ 结合通商开埠历史信息构建了 “口岸—国家—年份” 三维

面板数据ꎬ 检验条约联系对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影响ꎮ 实证研究发现ꎬ 条约口岸或约定

自开口岸的贸易规模显著高于主动自开口岸ꎬ 条约联系尤其是租界条约联系是不同口岸

贸易规模差异的重要原因ꎮ 条约联系促进了条约国在其条约口岸的投资ꎬ 这些外商直接

投资增加了条约国在条约口岸的进出口贸易ꎮ 在关税自主政策冲击下ꎬ 首次条约联系有

助于条约国对冲关税上涨的负面冲击ꎮ
近代中国通过条约制度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ꎬ 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ꎬ

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主动对外开放ꎬ 再次迎来了

全球化浪潮ꎬ 并积极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ꎬ 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ꎮ 然而ꎬ 逆全

球化浪潮风起云涌ꎬ ＷＴＯ 规则对全球自由贸易治理能力下降ꎬ 世界各国纷纷通过签订双

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ꎮ 今天ꎬ 中国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式

与世界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ꎬ 以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深化全球劳动分工和国际

贸易ꎬ 未来必将能够以更加有利的条件获得条约制度的红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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